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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技能数字零工工时与职业伤害
———基于外卖骑手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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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0)
 

摘　 要: 零工经济下, 时空灵活的工作模式给劳动者带来更丰富的就业选择和收入

来源的同时, 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与不确定性, 其中职业伤害问题备受关注。 特别是

基础技能零工, 成为职业伤害的 “重灾区”。 然而, 既有零工经济文献较少对职业

伤害进行溯源, 而这对零工权益的保障、 零工平台粘性的提高、 平台所面对的劳动

争议和诉讼成本的降低以及零工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意义重大。 本研

究利用外卖平台的 9133 个骑手样本, 主要采用二元 Probit 模型, 基于自我损耗理

论, 对基础技能零工日接单时长对职业伤害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结果发

现: 这部分零工的日接单时长与其职业伤害的发生呈非线性正相关, 通过工具变量

方法和稳健性检验处理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以后, 结论仍然稳健, 且相较平台收

入依赖一般者, 收入依赖较大个体发生职业伤害的可能要低; 个体工作压力是重要

的影响机制; 个体工作参与动机是影响的边界条件, 持积极动机者的职业伤害率要

显著低于消极动机者; 深入探索发现曾发生过职业伤害的个体, 未来继续从事零工

工作的意愿显著降低, 并对平台和政府改善相关的社保机制抱有一定的期待。 最后

依据研究结论, 提出了相关政府政策和平台企业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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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用餐等生活习惯, 数字零工经济中餐饮行业市场份额越来越

高。 《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状况发展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 2021 年 6 月, 我国网上外卖用

户规模达 4. 69 亿, 较 2020 年底增长 4976 万[1]
 

。 外卖平台的发展不仅给餐饮行业带来了巨

大机遇, 也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 被视作 “互联网
 

+
 

服务业” 核心要素的外卖

骑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20 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外卖

骑手职业正式明确为 “网约配送员”, 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名录, 并预计 “网约配送员” 就业

规模将超过 1000 万[2] 。

数量庞大的外卖员群体看似 “灵活、 自由、 高薪”, 实际上其中也蕴含了不少职业风险

与隐患。 由职业伤害引发的平台劳动争议频发, 例如 2021 年北京市海淀区闪送员张某诉其

所在闪送平台的案例, 张某因在派送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受伤住院治疗, 以要求确认与平

台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提请仲裁机构进行争议处理。 又例如 2021 年的北京外卖骑手赵某诉某

外卖平台案, 缘由同样是送餐过程中发生意外伤害①。 从这一现象的政策回应来看, 零工职

业伤害和与之相关的权益保障问题已然成为国家和各地方的关注重点。 2021 年 7 月 16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齐发的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

意见》 强调要关注零工职业伤害问题, 强化对职业伤害保障, 并以出行、 外卖、 及时配送、

同城货运等平台企业为重点关注对象[3] 。

频繁职业伤害发生的背后原因为何? 自我损耗理论认为 “在采取一些需要投入自我控

制资源的行动后, 个体进行自我控制的能力会被耗竭” [4] 。 对于包括骑手在内的基础技能②

零工群体来说, 他们并不在现有劳动关系认定法律框架下, 无法得到劳动法保护和规制, 超

长且不确定的工作时间是他们从事这份工作最典型的状态。 不断延长的工作时间意味着零工

自我损耗的加剧, 削弱了自我控制与调节的能力, 由此产生难以自我消解的工作压力, 最终

导致冒险、 反规范及工作场所偏离等行为, 于是职业伤害概率增加。 工作压力是其中的重要

作用机制。 然而, 较高的自我动机水平会增强个体抵制自我损耗的意志力, 降低偏离行为的

发生。 因此, 零工的工作动机能够调节工作时长对职业伤害的影响, 是该影响的边界条件,

积极动机者会更少受到职业伤害。

基于前述分析, 本研究使用自我损耗理论, 利用外卖平台的骑手数据, 首先, 探讨基础

技能零工接单时长与其职业伤害发生的关系以及工作压力的中介效应; 其次, 探索个体工作

参与动机对工时与职业伤害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以期找到缓解因工时过长而引起职业

伤害问题的有效途径, 在维护零工、 平台双方利益的基础上, 促进零工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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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来源: 北京市 H 区仲裁法院提供的脱密仲裁协议。
此处依据联合国教课文组织分析青年人的就业能力时对青年拥有技能的划分标准: 基础技能 ( foundation

 

skills)、 通
用技能 (transferable

 

skills)、 专业技能 (technical
 

&
 

vocation
 

skills)。 其中, 基础技能是指获得维持正常生活所需工作
的技能, 包括听说读写算的技能, 是掌握其他两项技能的基础。 外卖工作所需的技能便属于基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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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文献综述

现阶段, 零工就业的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优劣势分析[5-6] ; 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劳动力供

给[7-8]
 

; 平台的劳动控制[9-10] ; 工作质量[11]
 

; 内部隔离[12-13] ; 零工身份认定[14] ; 以零工为

基础的企业价值的产生和分配[15] ; 进行计件工作的可取性和公平性[16] ; 工作或任务的分类

方式
 [17] 等问题。 而对于零工群体职业伤害问题的研究也仅限于对职业伤害后的责任认定、

劳动者权益维护、 劳动争议等方面的探讨
  [18-22] , 鲜有研究对职业伤害的发生进行溯源。

 

区别于工业化生产时期, 平台上的数字技术取代了传统组织中管理者的地位[23]
 

, 使得

“科层” 管理日趋精细化和隐蔽化[24] 。
 

看似属于平台零工的工时控制权在自由灵活外衣下又

重新让渡回了平台, 骑手们
 

“沉溺” 于平台精心设计的一系列数字化游戏[25] ,
 

加之他们中

的大部分人并无劳动合同而成为劳动法规制的盲区, 不知不觉便无限延长了自己的工作时

间。 一项针对外卖骑手的研究发现, 追逐 “灵活自由” 虽然是个体选择进入平台做骑手的

最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受到平台算法的控制, 骑手往往会有意无意中丧失主动控制工作时长

的能力, 甚至出现工作时间过长而引发的疲劳、 违规或职业伤害等问题[26] 。
工作时间过长通常被认为是导致工作场所事故发生和劳动者健康受损的风险因素之一。

在工作过度繁重、 密集的情况下, 若劳动者在执行任务时不够专心, 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越

大, 因为工时越长, 个体注意力的边际成本就会越大, 其注意力也就越难以集中[27] 。 大量

既有研究将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的职业伤害率及更普遍的工人健康和福祉联系起来。 邓比

(Dembe) 等基于全国青年纵向调查的数据, 探索发现工作时间越长, 受伤率越高, 例如加

班或延长工作时间会使职业伤害率大幅增加 38%[28]
 

。 瓦格斯达夫 (Wagstaff) 等对
 

400
 

多篇

关于职业安全的文献进行综述分析并得出结论: 每天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会显著增加事故

发生的风险, 工作时间在 12 小时左右时发生事故的风险是正常发生率的两倍[29] 。 此外, 李

(Lee) 等人同样也发现了工时与职业伤害发生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同时提出劳动者的周

工作时长每降低 1 小时就能为其削减 8%的职业伤害发生概率[27] 。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从意志力相关研究中拓展提出的

 

“自我损耗理论”, 该理论最早可

追溯至 20 世纪 20 年代。 鲍梅斯特 (Baumeister) 等界定 “自我损耗” 为 “个体由于执行先

前意志活动而造成执行后续意志活动的能力和意愿暂时下降的现象” [30]
 

。 此描述受到哈格

(Hagger) 等人的支持, 他们提出 “自我在采取一些需要投入自我控制资源的行动后, 个体

进行自我控制的能力会被耗竭, 这种自我控制能力耗竭的状态就是自我损耗” [4] 。 与此密切

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 “自我控制”, 指通过认知、 情感和调节等策略, 对有害反应倾向的自

我抑制及有益反应倾向的自我激发。 本质上, 个体特定阶段的自我损耗能削弱下一阶段的自

我控制和自我调节能力, 进而导致进一步的自我控制与调节的失败[4,31] 。 由此可知, 自我损

耗的概念本身就具有 “时间性”, 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并进一步深化。 因此, 对劳动

者来说, 随着从事劳动时间的延长, 个体的自我损耗会增加而自我控制和调节能力会减弱。
已有文献通常用自我损耗理论来探讨组织成员由于资源消耗而产生的心理和组织行为方面的

变化。 在心理层面, 由于 “自我损耗” 限制了个体精细思考的能力, 其在决策时倾向依赖

直觉系统, 无形中增加了个体冒险行为、 冲动决策和低未来取向性的可能[32]
 

; 在 “自我损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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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 的条件下, 个体的非理性决策行为会增加。 在组织行为层面, 组织成员的工作投入与

工作产出会因 “自我损耗” 而降低, 成员的组织公民行为减少[33-35] , 但反生产、 反规范及

工作场所偏离行为增加[36] 。 也有研究证明, 个体工作时间过长会增加其自我控制时的能量

损耗, 产生工作压力[37-39] 。
 

平台骑手长时间工作带来的 “自我损耗” 提升了个体的压力水

平, 增加其违反工作规定和交通规则的概率, 从而提高了送餐过程中受到职业伤害的可能

性, 工作压力则作为中介变量干预了工作时长对职业伤害的影响。 不过 “自我换耗理论”
也指出, 个体的意志力变化能影响 “自我损耗”, 例如较高的自我动机水平会增强个体抵制

自我损耗的意志力, 降低个体压力水平[35,39]
 

。 那么, 平台骑手的工作动机就能够起到调节

工作时间与职业伤害之间关系的作用, 相同条件下, 持积极动机者可能受到较少的职

业伤害。
表 1　 不同等级百度外卖送餐员补贴金

元, 分

等级 每单补贴 所需积分

神骑士 1. 5 6000
圣骑士 1. 2 4100
钻石骑士 1 2800
黄金骑士 0. 5 900
白银骑士 0. 3 400
普通骑士 0. 1 NA

 

　 　 　 资料来源: 郑祁,
 

张书琬,
 

杨伟国.
 

零工经济
中个体就业动机探析———以北京市外卖骑手为例
[J] .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0 (5):
 

53-66。

平台通过 “算法 (Algorithm) ”, 持续跟踪、 监

控和评估骑手的整个工作过程, 以决定是否暂停或终

止骑手的工作[24] 。
 

此外, 大部分外卖平台还采用数

字技术使外卖工作 “游戏化”, 骑手在送餐过程中历

经层层升级的游戏体验。 诸如翻倍奖励、 金牌服务奖

励、 骑手的战斗力等级划分 (如表 1) 等 “游戏机

制” 让骑手们
 

“沉溺” 其中, 无形中延长了自己的

工作时间[25] , 增加了其受到职业伤害的可能。 这种

将泰勒主义嵌入算法中的 “数字泰勒主义”
 [40]让看

似属于平台零工的工时控制权在自由灵活外衣下又重新回到了平台手中。
 

围绕以上理论和观点, 本研究推测零工工作时长 (部分或完全) 可通过工作压力影响

职业伤害的发生, 即工作时间越长, 工作压力越大, 发生职业伤害的可能也就越大。 此外,
个体工作动机能够调节工作时间与职业伤害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旨在验证: 第一, 零工工作

时长与其职业伤害的发生呈正相关关系, 工作压力是重要的作用机制; 第二, 工作参与动机

能够调节工作时长和职业伤害之间的关系。 同时, 本研究通过引入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遗漏

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三、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研究使用了 “外卖骑手劳动与职业发展状况” 课题组于 2019 年至 2020 年间对外卖平

台骑手进行的专项调查数据, 该调查旨在探索零工经济中外卖平台骑手的生存与工作状况。
课题组依据城市对平台外卖骑手进行了配额抽样, 调查了包括北京、 深圳、 成都、 杭州、 哈

尔滨在内的 5 个城市。 相关问卷投放期为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4 月, 期间由于疫情原因

2020 年 2 月到 3 月的调研中断, 累计历时 4 个月。 课题组回收有效样本 10001 个, 删除遗漏

变量和不合理极值的样本, 最后留下 9133 个有效样本。
基于自我损耗理论, 研究采用零工工作时长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体现随时间推移自我耗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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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增加而自我控制与调节能力降低的情况[4,31] ,
 

主要用骑手在平台的 “日接单时长” 来衡

量。 根据问卷相关问题 “每天接单的时间大约是?” 来判断骑手的日接单时长, 属连续变

量, 描述性统计显示: 骑手的最低日接单时长为 2 小时, 最高为 16 小时, 总体平均日接单

11. 60 小时。 其中, 曾发生职业伤害者的日接单时长 (12. 47 小时) 要比未曾发生过职业伤

害者的 (10. 45 小时) 要高出 2 个多小时。 初步推测平台接单时间越长, 个体发生职业伤害

的可能性更大。
工作时间延长带来的自我损耗会提高个体职业伤害的可能[27-29] , 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即

为零工的职业伤害情况, 设置为二分类变量, 通过以 “工作中是否受到过职业伤害” 为依

据将骑手划分为曾发生职业伤害 (赋值为 1) 和未曾发生职业伤害 (赋值为 0) 的群体。 描

述性统计显示, 曾发生职业伤害的骑手有 5191 人, 占总体的 56. 84%; 没有发生过职业伤害

的有 3942, 占比大大少于前者。
零工工时过长增加消耗的同时会降低自控能力, 进而产生较大的工作压力[37-39] 。 因此,

本研究选取压力作为影响的中介变量
 

, 将 “工作压力大” 赋值为 1, “工作压力不大” 赋值

为 0。 统计显示, 表示 “工作压力大” 的骑手超样本总体一半 (54. 56%), 有 4983 人, “工
作压力不大” 者只占 45. 44%。 其中, 1687 的人表示曾经发生过职业伤害, 3296 人表示未

曾发生过职业伤害。 推测工作压力可能与个体的职业伤害发生率呈正相关关系。
较高的自我动机水平会增强个体抵制自我损耗的意志力, 降低个体压力水平[35,39] 。 因

而本研究将调节变量设置为个体参与平台工作的动机 (积极或消极), 主要借助骑手参与平

台工作的目的来衡量, 涉及问卷中
 

“您从事平台工作的主要原因是?”
 

的问题。 研究将
 

“工

作时间灵活, 比较自由”、 “比别的工作挣钱多”、 “更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和能力” 归为积极

动机, 个体旨在平台满足工作灵活、 自我价值实现、 更多收入的需求主动选择进入平台; 而

将 “找不到别的工作”、 “暂时过渡一下”、 “补贴收入”、 “工作门槛低” 归为消极动机, 抱

有这类动机的人通常可能是 “被动挤入” 平台的群体。 统计显示, 约有 6978 人持积极动机

选择送外卖, 占总体的 76. 4%。
此外, 研究还控制了个体特征因素 (年龄、 性别、 受教育年限)、 家庭因素 (婚姻状

况、 孩子数量)、 制度因素 (户籍状况)、 工作特征因素 (服务平台的数量、 对平台收入的

依赖程度、 获得津贴的难易程度) 以及城市变量。
表 2 和表 3 分别展示了本研究涉及变量的定义和统计描述。 除了总体以外, 本研究还分

不同职业伤害状况来描述数据分布, 其中连续变量给出的是均值和标准差, 分类变量给出的

是百分比。
2. 研究方法

(1) 二元 Probit 模型。 由于个体曾否发生职业伤害属于二分变量, “1” 为是, 表示个

体曾发生职业伤害, “0” 为否, 表示个体未曾发生职业伤害, 因此, 本研究拟构建基本的

二元 Probit 模型如下:
Workhurt∗

i = β0 + β1DailyHouri + β2Individuali + Β3Familyi +
β4Regulationi + β5Worki + + β6Othersi + μ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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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和描述

变量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个体是否发生过职业伤害 是= 1; 否= 0
核心解释变量 日接单时长 连续变量

调节变量 平台工作参与动机 积极= 1; 消极= 0

中介变量 工作压力 大= 1; 不大= 0

控制变量

个体因素 年龄 连续变量

性别 男= 1; 女= 0

受教育程度 (年限) 连续变量

家庭因素 婚姻状况 已婚= 1; 离异或未婚= 0

孩子数量 (个) 连续变量

制度因素 户籍状况 本地= 1; 非本地= 0

获得津贴的难度变化 增加= 1; 没增加= 0

工作特征因素 服务平台数 一个= 1; 一个以上= 0

平台收入依赖程度 大 (平台收入占总收入的 50%及以上) = 1
一般 (平台收入占总收入的 50%以下) = 0

其他因素 城市变量 深圳、 北京、 成都、 杭州、 哈尔滨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N= 9133)

变量

全样本 曾发生职业伤害 未曾发生职业伤害

最小

值

最大

值

频数

(均值)
比例

(标准差)
频数

(均值)
比例

(标准差)
频数

(均值)
比例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调节变量

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

曾发生职业伤害 (否= 0) 0 1 5191 56. 84% 5191 100. 00% 3942 100. 00%
日接单时长 2 16 11. 60 5. 65 12. 47 5. 28 10. 45 5. 92
平台工作参与动机

积极 (消极= 0) 0 1 6978 76. 40% 3992 76. 90% 2986 75. 75%
工作压力

大 (一般= 0) 0 1 4983 54. 56% 3296 63. 49% 1687 42. 80%
年龄 16 64 34. 77 7. 24 34. 48 7. 16 35. 17 7. 34
性别

男 (女= 0) 0 1 8846 96. 86% 5022 96. 47% 3824 97. 01%
婚姻状况

已婚 (离异或未婚= 0) 0 1 5508 60. 31% 3065 59. 04% 2443 61. 97%
受教育年限 9 19 11. 23 2. 14 11. 24 2. 17 11. 2 2. 12
孩子数量 1 6 2. 11 1. 01 2. 17 1. 03 2. 11 0. 99
户籍状况

本地 (非本地= 0) 0 1 2259 24. 73% 1304 25. 12% 955 24. 23%
获得津贴的难度变化

增加 (没增加= 0) 0 1 4186 45. 83% 2460 47. 39% 1726 43. 78%
服务的平台数量

一个 (一个以上= 0) 0 1 8400 91. 97% 4755 91. 94% 3655 92. 72%
平台收入依赖程度

大 (占总收入 50%及以上)
(一般 (占总收入 50% 以

下) = 0)
0 1 6487 71. 03% 4052 78. 06% 2435 6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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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t( i = 1) = Prob(Workhurt∗ > 0) = Φ(β0 + β1DailyHouri + β2Individuali +
Β3Familyi + β4Regulationi + β5Worki + β6Othersi + μi) (2)

当 Workhurt∗ >0 时, 被解释变量取值为 1, 当 Workhurt∗ ≤0 时, 被解释变量取值为 0。
其中, Workhurti 表示个体曾否发生职业伤害的虚拟变量; DailyHouri 主要衡量核心解释变量

———个体的日接单时长; Individuali 表示个体人口学基本特征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Familyi

 衡量控制的家庭因素 (婚姻状况和子女数量); Regulationi
 衡量制度层面的因素, 本

研究中特指户籍制度; Worki
 衡 Workhurt 量工作特征因素, 本研究中特指个体在平台津贴获

取的难度变化、 个体对平台的收入依赖程度以及服务的平台数量; Othersi 表示控制的其他变

量 (包括城市变量)。 由于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个体层面变量, 所以在估计中使用个体

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进行相关显著性检验。
(2) 工具变量法。 工作时长与职业伤害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 会引发估算偏误, 无法

反映实际因果效应[41] 。 本研究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来自于遗漏变量问题, 即个体受到职业伤

害的概率可能与其性格和风险防控能力等不可直接衡量的因素相关, 因而导致遗漏变量问

题。 本研究选取相应的工作变量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遗漏变量问题。 工具变量选取思

路与戴默杰 (Demurger) 等的思路[42]
 

类似, 本研究选取 “疫情是否影响骑手的工作时间”
作为工具变量, 其原因在于突发的疫情能够影响骑手的工作时间, 可能延长或者降低骑手日

接单时长, 但与骑手是否发生职业伤害却没有必然的联系, 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两个

条件。
 

鉴于以上, “疫情是否影响骑手的工作时间” 将作为本研究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可能存

在的内生性和遗漏变量的问题。
(3) 影响机制分析。 为了深入探索骑手的日接单时长对发生职业伤害的影响机制, 本

研究在个体层面引入平台工作压力作为中介变量, 工作压力中介自变量 (日接单时长) 和

因变量 (曾否发生职业伤害) 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巴隆 (Baron) 等提出的检验中介变量最传统的方法[43] , 本文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Workhurti = c0 + c1DailyHouri + c2Z i + εi (3)

Pressurei = α0 + α1DailyHouri + α2Z i + δi (4)

Workhurti = b0 + c1′DailyHouri + b1Pressurei + b2Z i + ρi (5)

　 　 其中, Pressurei 代表中介变量, Z 代表控制变量。 方程 (3) 的系数 c1 为日接单时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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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伤害发生与否的总效应; 方程 (3) 的系数 a1 为日接单时长对中介变量———工作压力

的效应; 方程 (4) 的系数 b1 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 中介变量对职业伤害的效应; 系

数 c1′是在控制中介变量的影响后, 日接单时长对职业伤害发生与否的效应。 中介效应通常

用三种方法进行检验, 分别为逐步法、 Sobel 检验法以及 Bootstrap 法。 研究采用逐步法进行

检验。 用逐步法进行检验的条件是: 系数 c1′、
 

a1、 b1 都达到显著水平。 若 a1、 b1 有一个不

显著, 就要继续进行 Sobel 检验。
(4) 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变量是一种影响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强度和方向的变量。 本

研究旨在证明骑手参与平台的动机能够调节日接单时长和曾否发生职业伤害之间的关系

(见图 2)。

图 2　 调节效应模型

平台参与动机作为调节变量在此处的意义在于可以识别日接单时长 (自变量) 对职业

伤害发生 (因变量) 的边界条件。 本研究引入平台参与动机这个新的调节变量是对已有研

究和理论作出边际贡献的重要切入口[44] 。

四、 实证结果分析

1. 工作时长对职业伤害的影响

(1) 基本回归结果。 本研究首先采用二元 Probit 模型来估计骑手的工作时间对职业伤

害状况的影响。 表 4 分别给出了骑手的日接单时长对其曾否发生职业伤害的影响的总体回归

结果及边际效应分析结果。 研究采用分步回归, 模型 1 只加入了除核心解释变量以外的个

体、 家庭特征和制度因素, 模型 2 则进一步加入了部分工作特征因素, 模型 3 是考虑了所有

控制因素的总体回归。 所有模型均控制了城市变量。
不考虑工作特征因素的模型 1 回归结果显示, 日接单时长和其平方项分别在 1%和 5%

的水平上显著 (系数分别为 0. 0867 和-0. 0024), 表明骑手的日接单时长与其职业伤害的发

生呈倒 “U” 型关系, 即职业伤害随着骑手的日接单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但超过一定阈值以

后, 会随时间延长而减少。 然而, 加入了部分工作特征因素 (服务平台的数量和收入依赖

程度) 以后, 这种倒 “ U” 型关系便消失了, 但接单时长仍与职业伤害正相关。 控制了个

体、 家庭、 制度、 工作所有因素的总回归结果显示, 骑手接单时长与其职业伤害的发生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骑手的日接单时长每增加 1 小时, 其发生职业伤害的概率便提高

2. 03%。 结果受到已有文献的支持, 个体在长时间工作以后, 自我控制能力便会耗竭[4] ,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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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日接单时长与职业伤害状况的 Probit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个体特征回归 模型 2
 

个体、 工作特征回归 模型 3
 

总体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日接单时长 　 0. 0867∗∗∗ 　 0. 0330∗∗∗ 　 0. 0536∗∗∗ 　 0. 0202∗∗∗ 　 0. 0537∗∗∗ 　 0. 0203∗∗∗

(0. 0187) (0. 0071) (0. 0191) (0. 0072) (0. 0191) (0. 0072)
日接单时长2 -0. 0024∗∗ -0. 0009∗∗ -0. 0014 -0. 0005 -0. 0014 -0. 0005

(0. 0009) (0. 0004) (0. 0009) (0. 0004) (0. 0009) (0. 0004)
年龄 -0. 0070∗∗∗ -0. 0027∗∗∗ -0. 0061∗∗∗ -0. 0023∗∗∗ -0. 0062∗∗∗ -0. 0023∗∗∗

(0. 0020) (0. 0008) (0. 0020) (0. 0008) (0. 0020) (0. 0008)
性别 (女= 0) -0. 1162 -0. 0442 -0. 1118 -0. 0422 -0. 1150 -0. 0434

(0. 0773) (0. 0294) (0. 0775) (0. 0293) (0. 0776) (0. 0293)
婚姻状况 (未婚或离异= 0) -0. 0919∗∗∗ -0. 0350∗∗∗ -0. 0817∗∗ -0. 0309∗∗ -0. 0834∗∗ -0. 0315∗∗

(0. 0351) (0. 0134) (0. 0352) (0. 0133) (0. 0352) (0. 0133)
孩子数量 0. 0402∗∗ 0. 0153∗∗ 0. 0459∗∗∗ 0. 0173∗∗∗ 0. 0466∗∗∗ 0. 0176∗∗∗

(0. 0163) (0. 0062) (0. 0164) (0. 0062) (0. 0164) (0. 0062)
受教育年限 0. 0056 0. 0021 0. 0067 0. 0025 0. 0059 0. 0022

(0. 0063) (0. 0024) (0. 0063) (0. 0024) (0. 0064) (0. 0024)
户籍 (非本地= 0) 0. 0301 0. 0115 0. 0322 0. 0122 0. 0357 0. 0135

(0. 0318) (0. 0121) (0. 0319) (0. 0121) (0. 0319) (0. 0121)
服务一个平台 (一个以上= 0) -0. 1783∗∗∗ -0. 0674∗∗∗ -0. 1744∗∗∗ -0. 0659∗∗∗

(0. 0499) (0. 0188) (0. 0499) (0. 0188)
平台收入依赖大 (一般= 0) 0. 3103∗∗∗ 0. 1173∗∗∗ 0. 3057∗∗∗ 0. 1155∗∗∗

(0. 0356) (0. 0133) (0. 0356) (0. 0133)
获得津贴的难度增加 (没增加= 0) 0. 0627∗∗ 0. 0237∗∗

(0. 0270) (0. 0102)
城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2913 -0. 1978 -0. 2060
(0. 2008) (0. 2074) (0. 2075)

观测值 9133 9133 9133 9133 9133 9133
(伪) R2

 

0. 0287 0. 0287 0. 0356 0. 0356
 

0. 0360
 

0. 0360

　 　 注:∗ 、∗∗ 、∗∗∗分别代表在
 

10%
 

、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细思考和自我控制能力便下降, 更倾向依赖直觉进行决策, 所以冒险行为和冲动决策的可能

就会增加[32] 。 “自我损耗” 下的骑手更可能作出诸如违反交规等偏离行为[35] , 因而增加了

其在送餐过程中受到职业伤害的可能。 结果受到既有研究的支持[27-29,39] 。
(2) 稳健性检验。 排除极端情况, 骑手的日接单时长越长, 接单量可能就越大, 因此,

日接单量的多寡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骑手日接单时间的长短。 为了检验主回归结果的显著

性, 本研究参考陈淑云与周广肃等的做法[45-46] , 采用骑手的日送单量替换日接单时长对职

业伤害状况回归, 进行稳健性检验。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 骑手日均送单 25. 3 个, 最多者

日送单 55 个, 最少的骑手也有 5 单。 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的分步回归模型 4、 5、 6 中, 作为日接单时长替代变量的日接单量与骑手受职业伤

害的概率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总体回归模型 6 显示骑手的日均接单量每增加 1 单,
骑手职业伤害的概率就增加 0. 35%。 以上结论进一步证实了日接单时长对职业伤害显著影

响结论的稳健性[4,27-29,32,39] 。
2. 不同收入依赖程度的影响异质性检验

本研究将平台所获收入超过总收入一半以上的骑手定义为对平台收入依赖程度较大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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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日送单量与职业伤害状况的 Probit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曾否发生职业伤害 (否= 0)
骑手日送单量 0. 0142∗∗∗ 0. 0054∗∗∗ 0. 0092∗∗∗ 0. 0035∗∗∗ 0. 0092∗∗∗ 0. 0035∗∗∗

(0. 0009) (0. 0003) (0. 0011) (0. 0004) (0. 0011) (0. 0004)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制度因素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部分工作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津贴获取难度增加 控制 控制

城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0046 -0. 0712 -0. 0777
(0. 1915) (0. 1992) (0. 1993)

观测值 9133 9133 9133

　 　 注:∗ 、∗∗ 、∗∗∗分别代表在
 

10%
 

、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体, 而总收入占比一半以下的则为收入依赖程度一般的人。 骑手对平台收入的依赖程度不

同, 在平台的工作时长也会有所差异, 进而影响其职业伤害的发生。 收入依赖程度越大的骑

手, 每日在平台的工作时间便会越长, 受到职业伤害的可能也就会越大。 表 4 的模型 3 结果

显示, 平台收入依赖较大者的职业伤害率要比一般依赖者高出 11. 55%。 那么不同平台收入

依赖程度的骑手的工作时长对职业伤害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表 6 报告了基于样本总体、 平台收入依赖大和一般骑手的职业伤害状况的系数和边际效

应回归结果。 基于模型 7 和模型 8, 研究能够探析日接单时长在两类收入依赖程度骑手中影

响效用的不同; 模型 9 构造了平台收入依赖程度和日接单时长的交互项, 旨在分析接单时长

对不同平台收入依赖程度骑手的职业伤害状况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模型 9 回归结果显示: 两种收入依赖状态下, 日接单时长对职业伤害的影响确实存在显

著差异, 即相同日接单时长下, 平台收入依赖较大者发生职业伤害的可能要比平台收入依赖

一般者低 0. 53%。 模型 7 和 8 的结果显示, 日接单时长仅显著影响收入依赖一般者的职业伤

害状况, 二者之间正相关, 而并不对收入依赖较大的骑手的职业伤害发生有显著影响。 结论

与之前认为平台收入依赖较大者的职业伤害可能会更大的推测有所出入, 其原因可能是平台

收入依赖较大的骑手, 其工作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 (precarity) [47] , 为了在 “不确定中” 寻

求相对的 “确定性”, 他们对平台工作可能抱有更认真谨慎的态度与投入更多的精力, 会积

累更丰富的平台工作经验和保持更高的安全意识与警惕性, 所以单位时间发生职业伤害的概

率反而更低。 而收入依赖较小的个体可能兼职其他工作, 工作时间越长, 注意力的边际成本

就越大, 其注意力也就更难以集中, 工作中受伤的几率可能更大[27] 。
3. 工具变量模型分析

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和遗漏变量问题[46] 。 表 7 是 IVProbit 的回

归结果, 报告了相应回归变量的边际效应。 工具变量采用的是 “疫情是否影响骑手的工作

时间”。 回归结果显示, 骑手的日接单时长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提升其职业伤害发生概率,
日接单时长每增加 1 小时, 骑手遭遇职业伤害的概率就增加 25. 58%。 这说明即使考虑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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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职业伤害的收入依赖程度异质性分析

变量
模型 7

 

平台收入依赖大 模型 8
 

平台收入依赖一般 模型 9
 

总体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日接单时长 0. 0136 0. 0051 0. 0540∗∗ 0. 0205∗∗ 0. 0457∗∗ 0. 0173∗∗

(0. 0362) (0. 0136) (0. 0240) (0. 0091) (0. 0195) (0. 0074)
日接单时长∗平台收入依赖大 -0. 0141∗∗ -0. 0053∗∗

(0. 0064) (0. 0024)
平台收入依赖大 (一般= 0) 0. 4391∗∗∗ 0. 1658∗∗∗

(0. 0701) (0. 0263)
日接单时长2 0. 0003 0. 0001 -0. 0010 -0. 0004 -0. 0005 -0. 0002

(0. 0017) (0. 0007) (0. 0013) (0. 0005) (0. 0010) (0. 0004)
年龄 -0. 0070∗∗∗ -0. 0026∗∗∗ -0. 0032 -0. 0012 -0. 0061∗∗∗ -0. 0023∗∗∗

(0. 0024) (0. 0009) (0. 0038) (0. 0014) (0. 0020) (0. 0008)
性别 (女= 0) -0. 0970 -0. 0364 -0. 1072 -0. 0408 -0. 1085 -0. 0410

(0. 0973) (0. 0366) (0. 1289) (0. 0491) (0. 0776) (0. 0293)
婚姻状况 (未婚或离异= 0) -0. 0406 -0. 0152 -0. 1818∗∗∗ -0. 0692∗∗∗ -0. 0790∗∗ -0. 0298∗∗

(0. 0417) (0. 0157) (0. 0666) (0. 0252) (0. 0353) (0. 0133)
孩子数量 0. 0354∗ 0. 0133∗ 0. 0663∗∗ 0. 0252∗∗ 0. 0452∗∗∗ 0. 0171∗∗∗

(0. 0197) (0. 0074) (0. 0295) (0. 0112) (0. 0164) (0. 0062)
受教育年限 0. 0105 0. 0039 -0. 0031 -0. 0012 0. 0064 0. 0024

(0. 0078) (0. 0029) (0. 0110) (0. 0042) (0. 0064) (0. 0024)
户籍 (非本地= 0) 0. 0175 0. 0066 0. 0846 0. 0322 0. 0339 0. 0128

(0. 0383) (0. 0144) (0. 0582) (0. 0221) (0. 0319) (0. 0121)
服务一个平台 (一个以上= 0) -0. 1166∗ -0. 0438∗ -0. 2556∗∗∗ -0. 0973∗∗∗ -0. 1717∗∗∗ -0. 0648∗∗∗

(0. 0649) (0. 0244) (0. 0783) (0. 0296) (0. 0500) (0. 0188)
获得津贴的难度增加 (没增加= 0) 0. 0711∗∗ 0. 0267∗∗ 0. 0483 0. 0184 0. 0650∗∗ 0. 0245∗∗

(0. 0320) (0. 0120) (0. 0509) (0. 0194) (0. 0271) (0. 0102)
城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1878 -0. 1783 -0. 2377
(0. 2809) (0. 3405) (0. 2081)

观测值 6487 6487 2646 2646 9133 9133
(伪) R2 0. 0086 0. 0086 0. 0284 0. 0284 0. 0364 0. 0364

　 　 注:∗ 、∗∗ 、∗∗∗分别代表在
 

10%
 

、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7　 工作时长与职业伤害: IVProbit
变量 模型 10

 

边际效应

日接单时长 0. 2558∗∗∗

(0. 0813)
个体特征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制度因素 控制

工作特征 控制

城市变量 控制

常数项 -1. 1073∗∗

(0. 4350)
观测值 9133

　 　 注:∗ 、∗∗ 、∗∗∗分别代表在
 

10%
 

、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生性问题之后, 个体的日接单时长依旧对职业伤害的发

生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4. 影响机制分析

骑手工时过长会增加其能量消耗, 降低其自控能力,
产生较大的工作压力[37-39] 。

 

因而工作时长主要是通过工

作压力而作用于其职业伤害的发生———更多的工作压力

来自更长的工作时间, 而压力的增加则会提高个体发生

职业伤害的可能。 表 8 汇报了工时通过工作压力对骑手

职业伤害产生效用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影响机制检验的第一步先通过二元 Probit 模型用日

接单时长回归个体在平台的工作压力, 然后再通过

Probit 模型在职业伤害的回归中加入中介变量 (工作压力) 并观察工时的系数变化。 模型

·021·



22090000030010 08 郑祁. fbd

郑　 祁, 等: 基础技能数字零工工时与职业伤害

　 　 表 8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11
工作压力

模型 12
曾否发生职业伤害 (否= 0)

模型 13
曾否发生职业伤害 (否= 0)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日接单时长 0. 0247∗∗∗ 0. 0094∗∗∗ 0. 0264∗∗∗ 0. 0100∗∗∗ 0. 0226∗∗∗ 0. 0083∗∗∗

(0. 0028) (0. 001) (0. 0028) (0. 0011) (0. 0029) (0. 001)
工作压力大 (不大= 0) 0. 4508∗∗∗ 0. 1662∗∗∗

(0. 0276) (0. 0097)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5562∗∗∗ -0. 1242 -0. 2536
(0. 1998) (0. 1995) (0. 2017)

观测值 9133 9133 9133 9133 9133 9133
(伪) R2 0. 0371 0. 0371 0. 0359 0. 0359 0. 0573 0. 0573

　 　 注:∗ 、∗∗ 、∗∗∗分别代表在
 

10%
 

、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11 报告了日接单时长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骑手的平台工作压力, 接单时长每增加一

个小时, 压力就上升 0. 94%, 表明骑手的工作压力会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而显著提高。 模

型 13 结果显示, 骑手的工作压力同样在 1%的水平上与其所受职业伤害的可能显著正相关,
表明骑手若有较大的工作压力则其遭受职业伤害的概率也会随之提高 ( 边际效应为

0. 1662)。 因此, 工作压力的中介效用成立。 此外, 对比模型 12 与模型 13, 发现日接单时

长对职业伤害影响的边际效应有所降低 (从 0. 0100 到 0. 0083), 证明了工作压力在工时对

职业伤害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37-39] 。
5. 调节效应检验

表 9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14

系数 边际效应

日接单时长 0. 0345∗∗∗ 0. 0130∗∗∗

(0. 0049) (0. 0018)
积极的平台参与动机 (消极= 0) 0. 0361 0. 0136

(0. 0655) (0. 0247)
日接单时长∗积极的平台参与动机 -0. 0104∗ -0. 0039∗

(0. 0054) (0. 0020)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1523
(0. 2042)

观测值 9133 9133
(伪) R2 0. 0366 0. 0366

　 　 注:∗ 、∗∗ 、∗∗∗分别代表在
 

10%
 

、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
为标准误。

前面验证了工作时长引发的骑

手自我损耗会增加其职业伤害发生

的推测, 接下来主要进行调节效应

的探索和检验, 以期找到缓解或消

除此负效应的途径。 已有研究证明,
较高的自我动机水平会增强个体抵

制自我损耗的意志力[35,39] 。
 

因此,
本文推测平台骑手的平台工作动机

能够调节工时与职业伤害之间的关

系。 表 9 报告了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检验及结果。
本文构建了平台工作参与动机

(调节变量) 与日接单时长的交互

项。 模型 14 是加入了作为调节变量的平台参与动机和动机与接单时长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相同工作时长下, 持积极动机个体的职业伤害概率要比消极者低 0. 39%, 结论

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验证了本研究推测和已有文献观点: 骑手积极的动机能够负向调节

接单时长对职业伤害发生的正向影响。 因此, 工作动机能调节接单时长对职业伤害的影响,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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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动机能够降低职业伤害发生的几率[35,39] 。
由以上分析可推测, 相同工作时长持不同工作动机骑手的职业伤害发生率或具显著差异

性。 为验证这一推测, 基于不同工作动机分组的回归结果见表 10。

表 10　 不同工作动机的分组分析

变量
模型 15

 

积极动机 模型 16
 

消极动机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日接单时长 0. 0209∗∗∗ 0. 0077∗∗∗ 0. 0279∗∗∗ 0. 0100∗∗∗

(0. 0033) (0. 0012) (0. 0057) (0. 002)
工作压力大 (不大= 0) 0. 4308∗∗∗ 0. 1599∗∗∗ 0. 5159∗∗∗ 0. 1844∗∗∗

(0. 0315) (0. 0112) (0. 0593) (0. 0201)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3235 -0. 0605
(0. 2362) (0. 3931)

观测值 6978 6978 2155 2155
(伪) R2 0. 05 0. 05 0. 0882 0. 0882

　 　 注:∗ 、∗∗ 、∗∗∗分别代表在
 

10%
 

、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模型 15 和模型 16 分别是积极和消极动机者的回归分析结果, 研究发现不同工作动机骑

手的接单时长影响具有差异性———接单时长每增加 1 小时, 积极动机者的职业伤害发生率为

0. 77%, 而消极者的职业伤害概率略高 (为 1%), 影响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再次印证了

骑手的就业心态和心理健康水平在其工作过程中实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够降低其

遭受职业伤害的可能性[35,39] 。
6. 门槛效应检验

表 11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7
日接单时长<2 0. 0262∗∗∗

(0. 0043)
日接单时长≥2 0. 0463∗∗∗

(0. 0047)
观测值 9133

　 　 注:∗ 、∗∗ 、∗∗∗ 分别代表在
 

10%
 

、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为了进一步探究日接单时长对职业伤害的非线性影

响, 采用门槛回归进行实证检验[48] 。 对模型 3 进行门

槛效应检验, 发现显著通过了单一门槛, 选择单一门槛

模型进行分析。 截面门槛模型相应的估计结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汇报了个体日接单时长与职业伤害发生概率

在上下区间均显著为正, 日接单时长与职业伤害之间存

在显著的正向非线性关联, 门槛值为 2。 具体而言, 当日接单时长低于 2 小时时, 个体工时

延长引发职业伤害的概率 (系数为 0. 0262) 要大大低于日接单大于等于 2 小时的情况 (系

数为 0. 0463)。

五、 进一步讨论———未来决策与制度期待

职业伤害会给零工和平台带来怎样的影响, 是否会在主观上影响到骑手的未来工作决策

和其对政府和平台企业的需求与期待? 表 12 汇报了职业伤害对骑手未来工作决策 (是否继

续从事骑手工作) 的影响以及职业伤害对个体就社保制度改善问题对平台和政府期待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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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骑手未来工作决策和制度期待

变量
模型 18

继续骑手工作
模型 19

平台改善社保制度
模型 20

政府改善社保制度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曾否发生职业伤害 (否= 0) -0. 1979∗∗∗ -0. 0750∗∗∗ 0. 1388∗∗∗ 0. 0539∗∗∗ 0. 0594∗∗ 0. 0223∗∗

(0. 0276) (0. 0104) (0. 0272) (0. 0105) (0. 0276) (0. 0103)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5814∗∗∗ -0. 4361∗∗ 0. 0944
(0. 2004) (0. 1972) (0. 2027)

观测值 9133 9133 9133 9133 9133 9133
(伪) R2 0. 0341 0. 0341 0. 0214 0. 0214 0. 0049 0. 0049

　 　 注:∗ 、∗∗ 、∗∗∗分别代表在
 

10%
 

、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针对受过职业伤害者是否未来继续做骑手的问题, 模型 18 结果显示曾发生过职业伤害

的人比未曾受过职业伤害者未来做骑手的倾向在 1%的水平上显著低 7. 5%, 即受过职业伤

害的人未来很可能更易放弃骑手工作, 这是因为 “自我损耗” 增加了骑手的低未来取向

性
 [32] 和工作投入[33] 。 模型 19 和 20 一致体现了曾发生过职业伤害的骑手会更希望平台和

政府在未来能够关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工作[8]
 

, 且对平台的期待和需求要远高于政府。

六、 结论与建议

1. 研究结论与贡献

零工就业的灵活、 自由特征在帮助劳动者获得更多就业选择和更丰富的收入来源的同

时, 也引发了一系列风险与隐患, 职业伤害就是其中之一。 特别是对技能水平需求相对较低

的外卖领域, 成为职业伤害的 “重灾区”。 职业伤害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外卖骑手的身心健康

和生命安全, 由此导致的大量劳动争议、 诉讼赔偿以及骑手的流失也使平台企业头痛不已。
短期来看, 这不利于零工群体和平台企业双方利益的实现与保障; 长远来看, 这一矛盾会严

重阻碍零工经济、 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现有零工经济领域研究对职业伤害发

生的溯源分析仍然欠缺。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本文旨在拓展自我损耗理论的应用边界至数字

时代的基础技能零工群体———外卖骑手, 提出类似外卖骑手的基础技能零工过长时间工作带

来的自我损耗会增加其职业伤害的可能。
通过对平台外卖骑手数据的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包括骑手在内的基础技能零工

的接单时长与其职业伤害发生概率呈非线性正相关, 通过工具变量方法和稳健性检验处理遗

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以后, 结论仍然稳健。 因此, 存在由于长时间工作致使零工
 

“自我耗

竭”, 降低自我控制的能力, 由此导致的偏离、 非理性行为提高了其经受职业伤害的可能,
即个体的接单时间越长, 越有可能受到职业伤害, 但存在 2 小时 “门槛”, 超过 2 小时以

后, 相同工时延长所受职业伤害的概率加倍。 其次, 得益于更为丰富的工作经验下产生的较

高的安全意识和警惕性, 平台收入依赖较大的群体职业伤害的可能性要显著低于依赖一般

者。 进一步地, 基础技能零工的接单时间部分借由其工作压力产生效用, 且平台工作参与动

机能够对影响起到调节作用, 持积极动机者的职业伤害率要显著低于消极动机者。 最后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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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索发现, 曾发生过职业伤害的个体, 未来继续从事平台工作的倾向显著降低, 并对平台

和政府改善相关的社保机制抱有一定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规定

 

“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

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 “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然而, 零工

群体并不归属当下我国劳动法保护范畴, 不在劳动关系认定框架之下, 加之平台通过算法呈

现给基础技能零工工作者精心设计的 “游戏化” 工作模式, 是导致个体工时 “被延长” 的

主要原因。 超长时间的工作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工作压力和与之相关更高频的职业伤害。
特别是以骑手为代表的基础技能零工, 由于自身技能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不高, 相较于中、 高

技能者, 这部分人的工作准入门槛低, 多从事较辛苦的 “体力活” [26] , 工作中会更易遭受

职业伤害。 此外, 由于低技能化, 他们单位时间收入会更低, 受伤后的治疗费用与务工损失

对其来说都是难以承担的。 因此, 亟须从国家与地方政府层面、 平台企业层面以及零工工作

者自身出发, 找到问题的应对机制和解决办法。
2. 启示与建议

新时期, 保障零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就是稳定就业、 改善民生、 加强社会治理所

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根据结论, 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国家和地方层面, 一是要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 推动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

形的诸如零工等平台就业者纳入制度保障范围。 二是强化职业伤害保障, 以出行、 外卖、 即

时配送、 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 组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

点, 采取 “政府主导、 信息化引领和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的方式, 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

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 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 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 提升

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水平。 三是要完善休息制度, 推动行业明确劳动定员定额标准, 科学

确定劳动者工作量和劳动强度, 督促企业按规定合理确定休息办法。 具体到责任落实, 各地

区要加强组织领导, 切实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各项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总工会、 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等单位要做到协同

合作, 将保障劳动者权益纳入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 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联合激励惩戒机

制, 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和司法解释。 各级法院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要加强劳动争议办案

指导和协调, 使相关裁审衔接机制保持畅通, 根据用工事实认定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 依法

依规处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案件。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要加大平

台劳动保障监察力度, 加强治理违法超时加班等突出问题。 各级工会要加强组织和工作有效

覆盖, 监督平台用工责任的履行[3] 。
就平台企业来说, 要建立并完善职业伤害的 “事前预防、 事后保障” 机制。 第一, 加

强零工的工作自主性和物质与精神激励, 增强其意志力水平, 减少劳动过程中的 “自我损

耗” [39]
 

。 第二, 加强对零工的职业伤害保障。 企业应当按规定积极主动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

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可通过购买人身意外、 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 提升零工群体保障水

平。 第三, 完善平台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等与劳动者权益直接相关的规制和管理算法。 根据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企业应建立相应的工时和休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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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科学确立平台零工的工作量与劳动强度, 合理订立休息办法, 不得制定损害零工安全健

康的考核指标, 过程中应充分吸收工会或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3] 。
 

第四, 企业要严格遵守

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规制和流程, 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为零

工配备必要的劳动安全、 防护工具, 定期监控和检察劳动的安全与合规状态, 加强安全教育

培训。 第五, 重视零工身心健康, 及时开展心理疏导。 企业可建立心理咨询等相关部门, 向

零工提供定期或不定期的心理疏导, 提高其工作积极性的同时降低工作压力和负面情绪, 为

平台劳动力 “蓄水池” 守住 “出水口” [49] 。
就基础技能零工群体本身来说, 一是要树立对平台工作的正确态度和认知, 培养积极的

工作动机和良好的工作心态。 二是要劳逸结合, 适当降低工作压力。 三是要保持较高的安全

意识和规范意识, 无论是否依赖平台收入而长期从事平台工作, 都要严格遵守工作规则和平

台规范。 四是要逐步树立意外伤害保险意识, 主动参保缴费。
最后, 本文认为平台精心算法设计背后的 “推手” 其实是一个缺乏 “稠密度” 的零工

工作市场。 现阶段的零工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 不够
 

“稠密”, “工作连续性” 得不到保障,
平台便通过对骑手的算法控制与 “游戏激励” 使其 “被动” 延长工作时间以弥补零工市场

“密度” 不足的缺憾。 针对 “稠密度” 不足的问题, 国家、 地方政府和平台企业要合力通过

实践和科学分析, 得出最适合特定零工市场供需匹配的 “稠密度”, 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政

策的制定与实施和内外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 保证数字工作市场 “稠密度” 的前提下,
又不致其 “阻塞”, 如此才能实现数字零工匹配市场的更高效运行和人力资本的更优

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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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s
 

and
 

Occupational
 

Injuries
 

of
 

Basic-skilled
 

Digital
 

Gig
 

Worker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ood
 

Delivery
 

R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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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ZHAN
  

Jing,
 

FENG
  

Xi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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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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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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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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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ig
 

economy,
 

the
 

flexibility
 

of
 

working
 

time
 

and
 

space
 

brings
 

about
 

more
 

employment
 

model
 

choices
 

and
 

income
 

sources
 

for
 

workers,
 

but
 

also
 

causes
 

many
 

problems
 

and
 

uncertainties,
 

among
 

which
 

the
 

issue
 

of
 

occupational
 

injur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particular,
 

basic-skilled
 

gig
 

workers
 

have
 

become
 

the
 

“ hardest
 

hit
 

area”
 

for
 

occupational
 

injuries.
 

However,
 

the
 

existing
 

gig
 

economy
 

related
 

literature
 

seldom
 

traces
 

the
 

source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which
 

guarantee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gig
 

workers,
 

increases
 

their
 

stickiness
 

to
 

platforms,
 

reduces
 

labor
 

disputes
 

and
 

litigation
 

costs
 

faced
 

by
 

the
 

platforms,
 

and
 

also
 

has
 

a
 

positive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ig
 

economy
 

and
 

society
 

as
 

whole.
 

Based
 

on
 

the
 

“ego
 

depletion
 

theory”
 

and
 

the
 

data
 

from
 

9133
 

delivery
 

riders
 

on
 

the
 

platform,
 

this
 

research,
 

via
 

the
 

binary
 

Probit
 

model,
 

analyzes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of
  

basic-skilled
 

gig
 

workers’
 

daily
 

working
 

hours
 

on
 

occupational
 

injuries.
 

As
 

long
 

working
 

hours
 

reduce
 

the
 

basic-skilled
 

gig
 

workers’
 

self-
control

 

ability,
 

leading
 

to
 

the
 

deviation
 

and
 

irrational
 

behavior,
 

which
 

increases
 

the
 

possibility
 

of
 

workers’
 

occupational
 

injury,
 

but
 

it
 

shows
 

a
 

nonlinear
 

correlation.
 

After
 

handling
 

the
 

problems
 

of
 

endogenous
 

and
 

missing
 

variables
 

through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robustness
 

test,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robust.
 

Compared
 

with
 

gig
 

workers
 

with
 

less
 

platform
 

income
 

dependence,
 

those
 

with
 

more
 

income
 

dependence
 

are
 

less
 

likely
 

to
 

have
 

occupational
 

injuries.
 

However,
 

work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which
 

is
 

the
 

boundary
 

condition,
 

can
 

moderate
 

effects
 

above.
 

The
 

occupational
 

injury
 

rate
 

of
 

those
 

with
 

positive
 

motivation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ose
 

with
 

negative
 

motivation.
 

In-depth
 

exploration
 

found
 

that
 

individuals
 

who
 

have
 

experienced
 

occupational
 

injuries
 

have
 

a
 

significantly
 

lower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to
 

engage
 

in
 

gig
 

work
 

in
 

the
 

future,
 

and
 

have
 

certain
 

expectations
 

for
 

the
 

platform
 

and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related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and
 

platform
 

management
 

suggestions.
 

Keywords: gig
 

economy; working
 

hours; occupational
 

injuries; ego
 

depletion
 

theory;
food

 

delivery
 

r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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